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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

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

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

“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

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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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学无浅深，并要辨义

利”。（《朱子语类》卷二十三）他又说：“人贵剖判，

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恶念去之，若义利、若善

恶、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别于其心”。（《朱子语类》

卷二十三）关于“义利”之别，《朱子语类》（卷十三）

这样记载，“或问：‘义利之别’？曰：‘只是为己为人

之分’”。也就是说“利”，有一个“利己”和“利他”

的问题。朱熹在总结各家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

“利”进行阐释，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并

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

了本体论的论证，其理论在现代仍有启迪意义。

一、“义”是“天理之所宜”，

是“心之制”

　　张立文教授在总结朱熹对“义”的界定时说：

“‘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它是‘根于

人心之固有’，是先验的‘仁’、‘义’之‘心’；它是

‘君子’所具有的，而‘小人’往往所不具备”［１］。

朱熹说：“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

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无不利之

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朱子

语类》卷二十七）“合当如此”是一个应然性的问题，

就是“应当如此”，是“天理所宜”，“天理”所当作的

就合乎“义”。朱熹又说：“义者，心之制，事之宜

也”。（《孟子集注》卷一）因为“事之宜”是一个实

然的问题，而“心之制”则含有人的主观愿望，是与

人的思想道德有关的问题，是一个应然性的问题，他

在解释“心之制”时这样说道：“心之制，却是说义之

体。程子所谓处物为义是也；扬雄言义以宜之；韩愈

言行而宜之谓义。若只以义为宜，则义有在外意，须

如程子言处物为义，则是处物者在心而非外也”。

（《朱子语类》卷五十一）

在朱熹看来，只要在“日用之常”中积累道德行

为，彻底消除自私，就可以达到“直与天地万物上下

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的精神境

界，即寻常到理学家们所谓的“孔颜乐处”。人欲或

称为私欲，是因人的身体而有。人必须有肉体，有了



肉体就有需要，为了满足他的身体需要，他就有了欲

望。正当的欲望与天理不相连，不正当的欲望是与

天理相连。与天理相违的欲望，就是私欲或称人欲。

可见，不值当地重视身体，是一个人成为不道德的

人、做出不正当之事的最后根源。所以，理学家和心

学家都叫人不要“在躯壳上起念”。从躯壳上起念

就是为私，就是为利；不从躯壳上起念就是为公，就

是为“义”。朱熹重义轻利，却并非不讲利，只是主

张以心控制利，使之合义。

朱熹以“五行”配“五常”，认为“五常，仁义礼智

信，五行之性也”。朱熹认为，“仁”、“义”、“礼”、

“智”、“信”的性，是人生来就具有的，他说：“盖木神

曰仁，则爱之理也，而其发为恻隐；火神曰礼，则敬之

理也，而其发为恭敬；金神曰义，则宜之理也，而其发

为羞恶；水神曰智，则别之理也，而其发为是非；土神

曰信，则实有之理也，而其发为忠信”。（《朱子语

类》卷四）他以“金”、“木”、“水”、“火”、“土”之“五

行”比附“仁”、“义”、“礼”、“智”、“信”之“五常”，

从而把“五常”说成超阶级的永恒存在。

朱熹认为，“五行”之气含“五常”之理，禀得什

么气就会获得此气中的所含之理，未曾禀得此气就

会阙此气所含之理，禀得哪种气多就得此气所含之

力多，反之也是这样。正如他说：“所论理气之偏，

若论本源，既有理而后有气，故理不可易偏全论。若

论禀赋，则有是气而后理随以具，故有是气则有是

理，无是气则无是理，是气多则是理多，是气少则是

理少，又岂不可以偏全论耶”？（《朱子文集》五十

九，《答赵致道一》）这就是禀气说，所禀“五行”之气

若又偏重，所禀“五常”之理便不能无偏全。如“理”

所禀木气多则偏仁，金气多则偏义等。

朱熹认为气禀之所以有偏有全，则与人生之时

的自然条件有关。常人只能禀得金、木、水、火、土五

行之一偏，而圣人“阴阳合德，五行全备”。并且朱

熹把“禀气定数论”推广到自然界，他说：“若木生于

山，取之，或贵而为栋梁，或贱而为厕料，皆其生时所

禀气数如此定了”。（《朱子语类》卷四）也就是说，

山上的树木，高贵的作栋梁，下贱的作厕料，都是由

于树木生时气禀定数所决定的。朱熹说：“性者，人

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

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

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

物若不异也；以理焉知，则仁义理智之禀，岂物之所

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

（《孟子集注》卷十二，《告子上》）他是说，“性”是形

而上的东西，“气”是形而下的东西，人和物的形成

之有得“理”并且禀气才能形成，这是人和物相同的

方面；不同的是：由气决定的有知觉、能运动、趋利避

害方面，人与禽兽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从性上看，仁

义礼智信之性只有人才禀得全，物则禀不全。

朱熹认为，人禀“五行”之秀而生，“仁”、“义”、

“礼”、“智”、“信”之“五常”，皆是“天理”流行之本

然，皆是天理之显现。既然是“天理”，则它“自然”

“合当如此”，“所以然”决定了“所当然”，客观事物

的必然性决定了行为准则的必然性。朱熹以“理”

为其哲学本体，其主要目的与功能在于说明儒家伦

理纲常的合理性、必然性、至上性、绝对性和永恒性。

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

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

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文集·读大

札》）可见，无论天地等自然现象还是“三纲”、“五

常”等社会现象，都是“理”所化生。于是，“三纲”、

“五常”等社会现象就成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

的“理”、“天理”或永远不变的真理。可见，“五常”

之一的“义”在朱熹那里就是天理。

二、“利者，人情之所欲”

　　朱熹认为，作为“人欲之私”的“利”是有“气

禀”所决定的。他说：“盖小人于利，他见这一物便

思量做一物事，用他计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

者，缘是他气禀中自元有许多鏖糟恶浊底物，所以才

见那物事，便出来应他这一个穿孔，便对那个穿孔。

君子之于义，亦如此”。（《朱子语类》卷二十七）朱

熹认为“气禀”中原来就有恶浊的，就有了“人欲之

私”的“利”。

朱熹的“利”为“人情私欲”，即“才有欲顺适底

意思即是利”。（《朱子语类》卷十三）它虽“生于物

我之相形”，是物我计较以后产生的，但亦由“气禀

定了”，是“学力不可变化”的。（《朱子语类》卷二

十七）可见，朱熹在论“利”时运用了易学上的禀气

说。朱熹又说：“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

利禄，皆为利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为“利”就

是遇事“先有个私心”，计较利害，以一己之功名利

禄作为行为的动机和目的。

关于“利”，朱熹这样说道：“利者，人情之所

欲”。（《论语集注》卷二）对此，他解释说：“小人则

只计较利害，如此则利，如此则害。小人只理会下一

截利，更不理会上一截义，盖是君子之心，虚明洞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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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得义分明。小人只管计较利，虽然毫底利也自理

会得”。（《朱子语类》卷二十七）也就是说，只计较

自己的利害，而不顾“义”，这就是“小人”。这里所

说的“利”，是指不考虑是否应当做，而是只考虑对

自己是否有利。

朱熹认为，人被趋利欲望所蒙蔽或迷惑而产生

恶念，人性受后天污染而有恶性，便是“人欲”。他

认为人的最低物质需要并不是人欲，超出最低需要

的部分则是人欲，比如说饮食并不是人欲，而是天

理，而想要享受美味则是人欲，而非天理。张立文先

生总结朱熹对“人欲”的理解说：“‘人欲’是‘心’的

毛病，是‘俄底心’，是为‘嗜欲所迷’的心”［１］。因为

朱熹说：“人欲者，此心之疾，循之则其心私而且

邪……私而邪者，劳而日拙，其效至于治乱安危，有

大相绝者，而某端特在夫一念之间”。（《辛丑延和

奏札二》，《朱文公文集》卷十三）这就是说，“人欲”

是“心”的毛病。灭何“人欲”？对于人欲，朱熹继承

了自孔子以来儒家的基本观点。孔子并不否定人之

欲求，只是反对贪欲，主张不过分、有节制的欲。又

“欲”在朱熹体系里也包括人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物

质需求，“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合当如此者”

（《朱子语类》卷九四《後录》）便是欲。这种“欲”，

是发自于“情”，他说：“欲是从情发出来底。”（《朱

子语类》卷五）因之，人的物质欲求来源于人的生理

本能，与生俱有，“天理”所容。正如朱熹说：“饮食，

男女，固出於性”。（《孟子或问》）二程曾继承汉初

《礼记·乐记》作者说“灭天理而穷人欲”理欲对立

观，提出“人之为不善，欲为之也”［２］，主张“灭私欲

则天理明”［３］。如何做到“灭人欲”？朱熹这样说

道：“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

伦”。（《朱子语类》卷七）简单地说，朱熹主张的是

明理见性，人为自己的私欲所蒙蔽，看不到自己的真

实面貌，所以不能体悟到天地之理，要想体验到、找

到万事万物的共同之理，就要除去人的私欲。朱熹

认为“恶”的来源有二：一曰“气禀”，前面已经分析

了朱熹用气禀来说明个人善恶之差异；一曰“物

欲”，正如朱熹说：“善恶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实

体”。（《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三）朱熹又说：“众人

利欲昏蔽，便是恶底心；及其复也，後本然之善心可

见”。（《朱子语类》卷七十一）在朱熹心目中，人欲

则与恶、私、利划一。他认为，要“存天理，灭人欲”，

就要去所禀物欲之偏，除去物欲之弊，不为“利”所

迷惑，以“复性”。

三、朱熹“重义轻利”

及其现代意义

　　“义”和“利”都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缺一不可。

这两个本来不是一对对立的命题。二者的关系是：

“义者，宜也”，就是合理性，就是道义，永远是善的。

但义不能抽去利而存在，去掉利的义是抽象的义，是

没有实际内容的义，是口惠而实不至，是虚情假义。

这种不真实的义从本质上说已不是义。

早在《周易》中就有关于“义”与“利”的论述，

例如《周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

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

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

固足以干事。君子行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

贞’”。“义利之辨，发端于春秋，至战国时代成为诸

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后一直贯穿到中国文

化史的全部进程。‘义’与‘利’的界说以及义利之

辨的实质，归根到底是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

益的关系，亦即私与公的关系。义利之辨作为道德、

价值观，规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或行为准则，指导着

人们选择何种行为和追求甚么样的理想人格”［４］。

有学者认为，孔子开启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

义利之辨。辩论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义”和“利”的

不同阐释。孔子最初是怎样阐释“义”和“利”的呢？

孔子认为“义”与“利”是相对的，把“义”和“利”作

为两种不同道德人格追求的目的：“君子喻于义，小

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人们应该“见得思

义”（《论语·季氏》），这表明孔子认为的“义”就是

宜，“利”就是个人的私利，因此他还说：“不义而富

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而如果合宜

地谋取个人利益则是没有问题：“义然后取，人不厌

其取”。（《论语·宪问》）孔子目睹当时许多人追逐

私利，表现出种种罪恶，“为富不仁”成了一种普遍

的社会现实，因而在建立自己学说时提出了对私利

的排斥。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指出社会不能

都建立在简单的利益交换基础之上。孟子见到梁惠

王时，也首先大谈义利之辨。其实儒家并不是完全

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他们在讲义利之辨的时候

有着一定的环境。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以“义”节

“利”，反对不合理的“利”。他说：“杨子取为我，拔

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

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他同时主张“交相

利”，“义”与“利”是统一的。法家更是主张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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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利”的杠杆，以赏罚来驱使人们的行动。可见，

儒家是明确强调“义与利之辨”的。

朱熹主张“重义轻利”。一般学者认为，他是继

承了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或孟子的

“义，人之正路”和“舍生取义”等学说。儒家历来有

“重义轻利”的传统，不过在董仲舒以前，儒家只是

“重义轻利”，并没有不要“利”的说法。“正其谊不

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

这种“不谋利，不计功”的态度，得到了宋明理学家

的继承。

朱熹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并且进一

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

体论的论证。他说：“尝闻之天下之事不可胜穷，其

理则一而已矣。君子之学，所以穷是理而守之也，欲

其通于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

以近于拙。盖无所用其巧智之私，而唯理之从。极

其言，则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亦拙

而已矣”。（《朱熹文集》卷七十八）也就是说，作为

君子，应该不能只计较利害，应该“穷理而守之”，

“唯理是从”，归根到底，就是“正义”、“明理”之论，

于是他把哲学与道德伦理统一起来，使“重义”有了

至高的地位。朱熹说：“自到浙中，觉得朋友间却别

是一种议论……直说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

别，此大可骇……熹窃认为今日之病，唯此为大”。

（《朱熹文集》卷五十三）他又说：“江西之学只是禅，

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旦）

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

效，此意甚可忧”。（《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怎

么办呢？朱熹根据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

其道不计其功”，认为：“《春秋》大法正是如此”。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

朱熹还把“重义轻利”同“理”联系起来，作了本

体论的论证，他说：“尝闻之天下之事不可胜穷，其

理则一而已矣。君子之学，所以穷是理而守之也，欲

其通于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

以近于拙。盖无所用其巧智之私，而唯理之从。极

其言，则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亦拙

而已矣”。（《朱熹文集》卷七十八）也就是说，君子

之学不能专从利害上去计较，而应该“穷理而守

之”，要“唯理是从”。

“义”与“利”都属于价值范畴，是相对于人而言

的，具有很强的主体性，离开人便无所谓“义”与“不

义”、“利”与“不利”。从一定意义上说，“义”与

“利”都是利益，不过“义”是社会整体利益，“利”是

个体物质利益，每个人的物质利益不过是社会整体

利益的一部分。只不过有些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不

顾别人的利益，没有丝毫的“义”。“现代化不仅给

人们带来丰裕的物质和闲暇，也带来了思想的解放，

带来了选择和创造的能力、环境和自由，并且通过把

理性运用到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诸领域

而使社会获得了空前的进步。但现代化又是一个充

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它也给人们带来了生活意义

的失落和价值的迷失”［５］。

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原来计划经

济时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在实际生活层面魅力大

减，然而走私贩毒、坑蒙拐骗、敲诈勒索、权钱交易、

贪污盗窃、行贿受贿、腐化堕落、穷奢极欲等现象层

出不穷，“利己主义”思想在各个领域大有蔓延之

势，出现了毒奶粉、黑心棉、瘦肉精、吊白块米粉、福

尔马林咸鱼、潲水油、酒精勾兑白酒、假药等现象，这

些现象的背后就是因为某些人重“利”思想在作怪、

一心向钱看的结果。邓小平还针对那些否认集体利

益即“义”的片面性做法进行了批评：“我们提倡按

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

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

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

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

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６］不管是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还是个人主义，都是追求个人利

益欲望的无限膨胀，否认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进而

在其现实行为上严重地损害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

是极端不义的行为，因而必须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

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如果一个人“重利”，没有了

“义”是非常可怕的，就会像弗洛姆所描述的：“人变

成了苦与乐的计较者，像一个匀速运动的小球，由他

们冲动的趋势把自己挂在他所渴望的快乐之上方，

但却无法转到快乐的地方。他既无前因，又无后果，

除了外界的巨大力量把他推动外，他在稳定的平衡

中是一个孤立的、被限定的人类材料。他在自然空

间中的自我加强，绕着自己的精神之轴旋转着，直到

诸种力向他袭来，因而便遵循诸力所形成的均衡力

的路线前进。当冲击力量过去之后他又恢复平静，

像以前一样，成为一个自满的欲望小球。从精神上

说，享乐主义者并不是一个创造者。他不是处在生

活进程中，而只是由外界的、异己的环境所决定，而

被动性地活动”［７］。

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认为：“生活缺乏一

个完整的秩序就如同行尸走肉，丧失生活秩序，就会

９８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　第１１卷　第４期



导致精神崩溃”［８］。“一个人应该自觉遵守应遵守

的法规和道德，不是自己应该具有和应该占据的，就

不要越规去得到，否则，贪心是填不满的鸿沟，小恶

演变成大恶，最终恶积不可解”［９］。在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要吸取朱熹“义”、“利”关

系理论的合理思想，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

当“利”和“义”冲突时，就要首先取“义”，维护社会

利益，尊重别人利益，维护合理的社会秩序；决不可

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虽然可鼓励人们通过合法经

营和诚实劳动获取正当的个人利益，但是绝不能怂

恿人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恩格斯认为：“就单个人

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

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识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

来”［１０］。只要我们明确处理“义”、“利”关系的正确

理念，才能正确地指导行动。

四、结　语

　　为吸取朱熹“义”、“利”关系理论的合理思想，

笔者采用文献研究等方法对朱熹的上述理论进行研

究。研究表明，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又

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发生冲突时，首先要取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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